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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毕业率、就业率、教育质量是高等学校
面临的三大命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各
界关注的热点。
日前，《科学时报·大学周刊》上的《提

高学术要求才能提高教育质量》一文指出，
当下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社会，都流行以
就业率判断高等教育质量。于是，高校各显
神通，想尽办法提高就业率；有的学校甚至
弄虚作假，放弃高校作为社会良心的底线，
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文章认为，追求过高
的就业率在逻辑上会损害和降低教育质
量，要提高质量，教育部和高校首先需要停
止统计和追求就业率。
就业率与教育质量之间未必是一种正

相关关系，但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了
学生综合素质，就一定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需求而不断提高就业率。这一点毋庸置疑。
笔者所在高校的护理专业，由于严格

认真地规范教学狠抓质量，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而有效地适应了社会和市场对护理
人才大量而迫切的需求，因而多年来一直
保持着很高的就业率；医学影像工程专业，
由于学生专业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动手能
力强，较好地满足了各大医院对大型医疗
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人才的大量需
求，因而长期以来学生都不愁就业；纯属冷
门的医学统计专业，多年来养在深闺人未
识，报考人数寥寥，就业者人心毛毛，近年
来他们注意调整和拓宽专业方向，改革课
程内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主动适应社会
需求，毕业生成为许多制药企业提前下“订
单”且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所有这些都说
明，高校教育质量与就业率之间，是可以而
且必须统一甚至是水涨船高相辅相成的；
而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去提高就业率，可
能得益于一时，只有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提
高人才综合素质，才是根本大计、长久之
计。
高就业率“在逻辑上会损害和降低教

育质量”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起码是以
偏概全的。特别是将这种看法上升到“逻
辑”的高度，恰恰是有欠严密，不符合逻辑
的。通过各种歪门邪道不择手段去提高就
业率，必然会损害和降低教育质量；而努力
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去提高就业率，则是高
校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当前高校在处理

教育教学质量与就业率之间关系的主流。
毫无疑问，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才，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高校不是职业培训机构，不是技能
训练场所，不应该把目光完全盯在学生的
就业率上。但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重要
的民生，是学生的切身利益所在，事关社会
的稳定，也关系到社会进步和经济科技的
发展，无论学校和政府，都不可能不高度关
注。显然，让政府部门和高校“停止统计和
追求就业率”，是不现实的，当然也是行不
通的。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政府和
高校无论如何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就业
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要求政府和高校
“停止统计和追求就业率”，无异于因噎废
食。
就业率与教育质量的情况如此，高校

学生的毕业率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又当如
何？
从 200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全国

高校本科四年的毕业率为 36.1%（六年的毕

业率为 57.5%），而我国高校本科生的毕业
率大都在 97%以上。不可否认，美国高校宽
进严出的政策，有利于保证毕业生的质量，
也使他们保持着较低的毕业率。但是，这里
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能反因为果，也不
能反果为因。而且美国高校毕业率低的原
因，并非如此单一。美国本科生的在校学
习，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他们可以一
边工作一边读书，也可以以种种原因休学
一段时间甚至服一两年兵役后再回校读
书，所以美国的本科生才存在四年、五年、
六年甚至更长年限毕业的情况，这些也是
美国高校学生毕业率低的原因。美国大学
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状态，有制度的原因，体
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而所有这些，
必然也必须有强大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管
理体制作保证。中国则完全不具备这些条
件。当今中国中等规模的大学每年大概都
有三五千人毕业，如果将毕业率降至 70%
———即使如此，与美国也还有巨大的差
距———每年应该毕业而未毕业滞留学校的

学生就达 900～1500人，累积下来一定会
更多，学校如何承受得起？别说教学场所、
实验条件、师资力量无法承受，恐怕连课表
也排不过来。虽然，实行较长一段时间（最
少四年）以后在校学生人数可能保持常态，
但即使两三年时间，大概也没有哪一所高
校能承受得起。
由此可见，在中美两国的办学思想、办

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体制、教育目标等
方面如此迥然不同，在社会文化、教育资源
和教育管理方面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的情况
下，去比较两国高校学生的毕业率，并由此
得出有关教育质量的差距，很难说这是一
种科学的比较方法，比较的结果自然也难
以令人信服。

学生的努力程度很高，教师和学校的
学术要求也很高，从而既达到较高的教育
质量，又保持了较高的毕业率———这样一
种理想，对我们而言，起码从理论上来说应
该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我们不能误解关于通过提高
学术要求，坚持高标准，严格把关，降低
毕业率来提高教育质量的想法和意图。
也许这是治理高校教育质量下滑的一剂
药方。只是这种药方太昂贵，国人还无法
承受。就像一位农家子弟患了重病，可以
用几千元的普通药方，收到比较一般的
治疗效果；也可以用几万、十几万的昂贵
药方，收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但对于年收
入只有几千元的农民弟兄来说，后一种
药方虽好，价格却无法消受，因而这样的
药方就显得毫无意义。

教育部党组日前下发的《关于教育战
线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
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
知》中指出：“要深化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
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的
教育质量标准。”诚哉斯言。我们任何时候
不能忘记中国国情。离开了中国国情，再好
的药方、再好的办法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海市蜃楼、空中楼阁。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在教育教学改革和处理毕业率、就业率和
教育质量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有这个共
识。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督

导评估中心教授）

大讲堂 毕业率·就业率·教育质量
阴林新宏

努力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提高就业率，是高校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当前高校在处
理教育教学质量与就业率之间关系的主流。

近日，著名主持人、中国文化传播者梁冬先生到北京
师范大学作题为《梁冬的庄子世界》的讲座。梁冬曾任凤
凰卫视主持人和百度副总裁，目前正在主持旅游卫视的
《国学堂》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冬吴相对论》两档节
目。当晚，在北师大新图书馆报告厅，梁冬和北师大师生
分享了他所理解的庄子思想。

庄子的思想为什么伟大

话题由一个梁冬曾经做过的实验展开，实验的过程
是让任何人随口说出成语，然后对这些成语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发现，在蕴涵有故事的成语当中，有接近一半的
成语出自《庄子》。这就意味着，庄子对国人的意识形态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随后，梁冬将庄子与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这三位对

人类意识形态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了比较。他
指出，释迦摩尼事实上没有摆脱其皇家血统，是依靠皇族
的支撑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孔子则是由其学生及著作来
推广思想，而且儒家学说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老子则
是继承了其家族作为掌管国家文化资料官员的职位，成
为了全面掌握上古文化的少数人之一。与这三位思想家
相比，庄子则是既没有皇族背景、权利背景，也无弟子和
家族背景的“草根”，凭一己之力，通过融会贯通很多发生
在身边的简单故事，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循循善诱的
笔法，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
这一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强大的“思想病毒”———具有强大
的生长力、植入性和扩展性———不依赖权贵、历史、学生、
组织体系、社团，在没有强大的互联网媒介的古代社会，
能够传播开来，延续下来，并对世世代代的国人产生影

响，足以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庄子》的内在逻辑

在说明了庄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之后，梁冬开始就他所理解的庄子和
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庄子》内七篇，外二十二篇，其中有很多故事。那么，这
些故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又是如何通过这一内在逻辑组织的呢？

梁冬首先介绍了中国的两套知识体系，一个是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张载、朱熹，他们一脉相承的潜台词是：我们都是相联系的，一体的，是讲
“仁义”、“大爱”的；与之相对，老庄则更强调差别，更注重研究和表述“大多
不能连接”的情况。
老子说“大象无形”，用以说明人的视野和感知都是有限的。内心有则

有，内心无则无。梁冬把庄子和“意识频谱”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频
率，所以老庄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共振和沟通是很难形成的。

一切沟通来自于共振，比如收音机是通过一定的频率来接收信号的。
人和人之间，有了真正的认同感和共振之后，才能真正进入彼此。人生总有
一些偶然，不是靠知识，不是靠语言，而只是频率上的共振。但老庄认为两
个人形成共振是稀有情况，只是偶然才有的交集。这才是事情的本来，爱是
偶然，沟通是偶然，成功是偶然。所以说，庄子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
者，不相信一切完美和必然，由此而形成了不强求的哲学。

如何得逍遥

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有怨恨恼怒烦等各种情绪。“怨”，其实就是“希望
别人和自己一样”，也就是说，所有的抱怨来自于不理解。梁冬以民众抱怨
政府、员工抱怨老板及父亲和儿子少有换位思考来举例子说明，这些都是
因为形成不了共振，绝大部分人的内心，只是偶有交集。其实《逍遥游》就
是在说“不要指望人和人之间能够达到完全的共振，充分的联接，不要指
望你和我之间是一样的”。这里梁冬通过一个浅显的例子加以解释：男女
之间性别不同，自我认同不同，生理结构不同，成长经历不同，生活习惯
不同，所以完全理解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能真正理解这个道理，也就不
会存在抱怨了，就会转而寻求自身的不足，承认自身的局限性，继而，要
做的就不再是抱怨，而是试图理解更多的层面和意识频率。
梁冬紧接着又对“烦”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对不确定东西的焦虑”

产生了“烦”。那么如果真的相信人生是基于一种大的趋势的话，就不会
烦了。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因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
东西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以为自己能控制。一个人的命运包含了天地
人的因素：天，出生在什么时代；地，出生在什么地点，这决定了饮食、生
活习惯等；人，你的父母。这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难以控制和改变的。
我们能控制的，只有如孟母三迁这类事情（改变地点），也就是说人为可
以改变的只有约 15%到 20%，而且需要强大的意识知道要改，需要改，才
能完成。只能对可以改变的东西进行改变，并努力去做了；意识到有很多
不能改变的东西，就可以安天命，这样就没有“烦”了。
以上“怨”和“烦”的例子说明，正是因为很多不良情绪———“怨”无法

互相理解，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想法和自己一样；“恨”是希望别人不好，
“恼”是希望别人好但别人没做到，“怒”是自己以为存在的一个“自我”受
到了否定；“烦”是对不确定的东西的焦虑，认为自己的频率是无限宽的，
没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怨恨恼怒烦时刻相伴，使得做人无法逍
遥。

梁冬说，《逍遥游》就是让你意识到：第一，每一个人的频率都只被分
配了很窄的一段；第二，不要企图自己和别人的频率时刻相同，所以就不
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要求；第三，一个人要变成一个伟大的人，就应该不
断扩展自己的心量和频率，起码，应该承认在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之外，还
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随后，梁冬展开说，也许很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
都有其合理的地方，或者有不了解的另一面。每个人看到的都是有局限
的，只看到一部分的光亮。很多东西是基于自己已知的判断，因为未知也
许更多，因为立场的不同，所以这个判断很可能不正确。
最后，梁冬总结道：要得逍遥，第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对方；第

二，能够拓宽自己的意识频率，能够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地考虑问
题，就不会落在某个角度里面，才能真正得到逍遥。庄子逍遥的境界，是
从一个宽频的意识光谱中看到的。有了这种心态，人生就有了无所不在
的力量，任何人和事都无法伤害你。有诸于内，必显于外，归根结底，一切
的成就，都来自于内在的修炼，让自己建立全息的、开阔的频谱，达成之
后就会发现天下之事无非一个念头，心念一闪，就会震动四方，这些都需
要我们在不断的内在修行中完成。 （高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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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青与暨南大学的不解之缘
阴卢健民

1931 年 8 月至 1932 年 2 月受中
共党组织委派，江上青在国立暨南大学
历史社会学系学习。虽在校时间不长，
但他坚持学习理论，追求进步思想，积
极参加学生运动，以饱满热情创作了一
批爱国诗篇，与暨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其本人也逐步锤炼成坚定的革命战
士，并为革命英勇捐躯。

在暨南的学习

1929年 7月，江上青考入上海艺
术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入党，积极从
事学生运动，和一批左翼作家交往，
1929年 12 月不幸被捕，1930 年 12 月
获释。
一年的牢狱生活，使江上青受到极

大摧残，患上严重的哮喘病。而上海艺
术大学，因为频繁的学生运动在 1930
年 5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被迫停办。
江上青只得先回老家养病。

1931年 8月，江上青身体稍有好
转后，先后两次向党组织请求工作任
务。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到上海暨南
大学社会历史学系学习，并继续从事秘
密的“学运”工作。

入读暨南时，江上青是一位刚满
20岁的青年才俊，正是人生观、世界观
形成的年华。他不顾身体虚弱，孜孜不
倦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
《世界革命简史》等书籍。江上青先后听
了邓初民、李达等人讲授的社会学等课
程，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水
平，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为日
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暨南的学运

江上青入读暨南大学，是中国社会
命运多舛的时期，这段时期，上海学生
运动风起云涌，作为著名的国立大
学，暨南学生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
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1931年

9 月 21 日，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
召开国难紧急大会，相继成立抗日救
国会。9 月 25 日，大夏大学抗日救国
会全体学生上街宣传，揭露日军侵占
东北的罪行。暨南大学等 24 所大学
派 51 名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向
蒋介石严正提出“驱除日军出境”、
“武装学生”、“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等 5项要求。与此同时，9月 23 日，中
共江苏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党员利
用各种团体或学校的名义，公开活
动，组织罢工、怠工、示威游行和集
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对日宣战。
1932 年 1 月 28 日晚上，暨南礼堂正
在上演田汉新编的话剧《乱钟》，正当
舞台上钟声、炮声响起一片的时候，
暨南校园上空也响起隆隆的炮声，日
寇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刹
那间，暨南校园钟声大作，师生齐集
操场，振臂高呼“保卫祖国，抵抗日
寇！”江上青在校除学习外，还承担了
继续从事秘密“学运”工作的任务，以
上在暨南发生的学生运动，江上青积
极参与其中。

在暨南的文学创作

江上青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激情
的诗人，写下一些激扬诗篇，如《前进
曲———东三省事件》、《旋风》、《握手》、
《融化》等。九一八事变后，江上青义愤
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
东三省事件》的长诗，诗中写道：
为什么替我们底力量担心 / 悠长

的午夜终要走向黎明 / 地球底边缘涌
起了太阳 / 它奔来欢迎我们底渴望 /
有一天全世界受难的朋友 / 沐浴那温
暖的阳光……
这首创作于在暨南就读时的诗作，

和 1934年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等诸多抗日诗歌一样，在当时曾广为流
传，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
积极作用。
江上青因严重哮喘，在暨南撑持到

1932年 2月，只好再回到老家扬州，一

面养病，一面创办刊物，发表进步文
章，鼓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经历了在暨南的学习和锤炼，江

上青逐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
念，成为一名思想成熟的革命者。抗战
爆发后，江上青组织了“江都县文化界
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 11月，中
共安徽省工委委派他为中共特支书
记，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成为“皖
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的奠基人”（江上
青战友、卫生部原副部长杨纯语）。
1939年 8月 29日，江上青遇反动武装
袭击，不幸遇难，年仅 28岁。

暨南人情缘

江上青虽求学暨南时间不长，却
与暨南人结下了不解情缘。与其相熟
或神交的暨南人不在少数，试举三例。
一是葛任远。葛任远于 1929年至 1932
年间在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就读。据
江苏泗洪县烈士陵园内的江上青烈士
事迹展记载，江上青在暨南读书期间，
曾和葛任远一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32
年 2月，江上青因劳累过度，旧疾复发，
离开暨南回到扬州。1934年 8月，江上
青病体稍复，又受葛任远邀请，到江苏
东海县民众教育馆做研究辅导工作。
1935年 7月，因母亲不服东海水土，才
无奈辞去东海民众教育馆职务携母回
扬州。江上青在东海县历时近一年，可
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葛任远后因家计
等原因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解放后曾任
教育部图书馆馆长，上世纪 70年代末
去世。
二是邓垦。邓垦是邓小平胞弟，原

名邓先修，1911年生于四川广安县，与
江上青是同年人。1931年春，邓垦同样
受党组织安排，到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
会学系求学。邓垦 1931年春入学，比江
上青 1931年 8月入学早半年，尽管当
时由于时局或其他原因，两人在校时间
都不长，不过，社会历史学系为新设不
久的系，学生不多，两人同时肩负着党

组织委派的任务，有着共同的学习和革
命活动的经历。由于两人入学时间较为
接近，有学者认为，两人应为同窗好友。
三是周一萍。周一萍原名周鸿慈，

江苏无锡人，1935 年考入上海暨南大
学，193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商学院会
计系，1982 年曾担任国防科工委副政
治委员。1936年 11月，江上青在江苏
扬州发起创办《写作与阅读》杂志，该
杂志是一份以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
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进步月刊，具有
鲜明的战斗性。后来，江上青又介绍
其胞弟江树峰协助编务与发行。而周
一萍 1936 年在党的影响下积极投身
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暨南党支部
组织的革命活动，为宣传抗日救国，
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进步学生
办刊物，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宣
传活动。周一萍最先办了两个刊物
《一般》和《译丛周报》。周一萍喜欢创
作诗歌，和江上青的胞弟江树峰相
熟，对这位富有文学才情的暨南学长
江上青颇为神往，周一萍所创办的刊
物深受《写作与阅读》的影响。

百年暨南，三落三起，五度播迁，与国家的命运共起伏，以精卫填海之坚毅意
志，培养了五大洲学子 20余万人。江上青无疑是灿若星辰的暨南校友中最为闪
耀者之一。

江上青


